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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山石雕，是福建省福州市地方传统艺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南宋时，寿山石矿已
得到开采，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发展，独立的寿山
石雕产业最终形成，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寿山石
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出现东门、西门两大流
派。寿山石雕技法丰富多样，精湛圆熟，又在发展
过程中广纳博采，融合了中国画和各种民间工艺
的雕刻技艺与艺术精华。寿山石雕作品题材广
泛，有人物、动物、山水、花鸟等。

这件清代早期的寿山石雕“五子嬉佛”，是根
据民间传说而塑造的大肚弥勒形象，立体圆雕，红
白石色相揉，高 13.05厘米，弥勒佛箕踞而坐，袒胸
露腹，满面笑容。5个童子在弥勒身上嬉戏，有的
在掏耳，有的在挠脚，有的在揪奶头，有的在拽他
的佛珠，有的正在敲打铜鼓，弥勒被童子们嬉闹得
嘴角斜翘，乐不拢嘴。此雕刻极为细腻，5个童子
头上的发饰各不相同，或挽双髻，或单髻，神态各
异，栩栩如生。尤其是弥勒，青色的头皮上隐约可
见细黑的头发，神态自如传神，笑出的皱纹也刻画
得十分清晰逼真。衣纹流畅自然，沿胸襟嵌有红
绿宝石，并巧用石色，色彩呈红白黑相间搭配，仿
佛彩饰。此石雕构图精美，巧夺天工，反映了清代
早期的寿山石雕十分讲究精雕细刻，并根据石色
变异巧妙雕塑，使其达到色彩与构图的最佳效果，
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石雕珍品。（据《联谊报》）

寿山石雕 五子嬉佛

该瓶高 47.5厘米，通
体以青花为饰，颈部饰山
石蕉叶纹，胫部饰缠枝灵
芝纹，底部饰蕉叶纹。腹
部通景描绘官员身着官
服，威风凛凛。待从双手
捧瓶，内插三戟。

据 介 绍 ，“ 瓶 ”与
“平”谐音，“戟”与“级”
谐音，故而寓意“平升三
级”，有着官运亨通的吉
祥寓意。

（据《侨乡科技报》）

明代瓷瓶寓意
“平升三级”

1989年 9月 20日，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的一
名农民在程家村涝背沙丘取土时发现青铜器，后
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新干商时期大型
墓葬共出土青铜器 475 件、玉器 754 件、陶器 139
件。这些青铜器铸工精细、特色鲜明，大量使用虎
纹装饰，是南方地区商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其中
伏鸟双尾青铜虎体形最大。

伏鸟双尾青铜虎通长 53.5厘米、通高 25.5厘
米、重 6.2 千克。其虎首平视，口张露齿，獠牙尖
长，双目圆凸，眉粗横行，两耳竖张，背伏小鸟，腹
部略垂，腹空无底，双尾曲卷，呈伏蹲欲纵之姿。
虎身遍饰花纹，脸、腹部饰卷云纹，背部饰云雷
纹，鼻面、正脊、尾部与四腿下部饰变形鳞纹，四
腿上部则为醒目的雷纹。此虎造型奇特，工艺细
腻，形象生动，将虎的神性和人对虎的崇尚表现
得极致。

新干商时期大型墓葬出土各种造型的虎有 56
只之多，蔚为大观，丰富了我国青铜文化的内涵，
为进一步探讨赣江流域吴城文化的分布、性质、面
貌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据《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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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床藏雅梦 文韵溢芬芳

清代紫檀雕“福寿富贵”纹墨床。

中国文房清供源远流长，文房诸具中，
有一小小物件，谓之“墨床”，亦称“墨架”

“墨台”，是专门用来承搁墨锭的小案架。
虽然墨床早在宋元时期就已出现，但

见诸历史文献很晚。宋初苏易简的《文房
四谱》所述仅限笔、墨、纸、砚；南宋末年赵
希鹄的《洞天清禄集》将文房用品列为 10
项，并无墨床；成书于明初的《格古要论》将
文房用具分为13类，也无墨床；明末屠隆的
《考盘余事》一书，列出的文房器物已发展
到45种，且功能明确，已有了笔搁、笔床、笔

船、墨匣、糊斗、腕枕，却仍无墨床。直到清
代，墨床才始见于记载。清乾隆年间，清宫
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有大量制造玉文具的
记载，其中便有相当数量的玉墨床。

墨床多为木、玉、瓷所制，从传世的墨
床来看，玉质墨床最多，也最为精致。目
前所见最早的墨床为明代器物，明代由于
制墨业繁荣，墨床也随之流行，大都线条劲
挺、棱角分明，表面纹饰极浅，呈平面化，有
的干脆制成光面，通体不加任何雕饰。北京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白玉镂雕荔枝蟠龙

长方墨床，呈几案形，明代
朴素浑厚之风极为明显。

明代墨床除玉质外，
还有木嵌玉材质，但传世
品极为少见。台北故宫
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明代
紫檀木镶玉墨床，内嵌青
玉片，玉色泛黄，并有大
片白绺。全器似一部摊
开的书卷，作两页面，一
侧高，一侧低，玉片嵌于

较高的一侧书页上。
清代是案头文玩的鼎

盛时期，墨床的制作材质也
从古铜、玉质，扩展到紫檀、
陶瓷、漆器、琥珀、玛瑙、翡翠、珐琅等。北
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清代紫檀雕“福寿富
贵”纹墨床，整体为书卷状，面上凸雕团寿
为主纹饰，四周环绕 4个勾云纹，两侧分别
浮雕蝙蝠和牡丹，蝙蝠的两翼与牡丹的枝
叶相互呼应，组成对称的纹样造型，蕴含

“福寿富贵”的吉祥寓意。紫檀纹理清晰，
工艺制作精湛，可谓雅趣怡然。

清代玉墨床多为几案形，造型简单，线
条圆润，床面多有纹饰，雕工与明代相比更
为细腻、层次分明。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一件清代青玉几式墨床，由青玉雕琢而成，
形似案几，双足内卷，呈云头状。墨床面两
端浅雕兽面纹，下附木座，造型优美，形制舒
展，风格清雅，小巧精致。清代木墨床也多
用玉镶嵌床面，红白相衬，别有韵味。

清代瓷质墨床较多，最常见的是几
案形墨床、笔架两用器物。沈阳故宫博物

院收藏的清代茶叶末釉墨床，呈长方几案
状，高 2.8厘米、长 10厘米、宽 3.7厘米，床
面平坦，两侧为圆弧形向内卷曲，形成案
足，外观类似于宋代木案几样式。案面下
有 4 个乳钉，左右案足下各有 5 个乳钉
足，均呈青灰色。全器遍施茶叶末釉，釉
色于墨绿中闪黄、闪褐；几案边缘部分则
留有黄褐色轮廓线，如古旧家具经年形成
的磨痕一样；几案下面中央刻有残缺阴文
篆书“成化年制”4字 2行款，是乾隆时期
仿明成化年间的作品，无论是造型还是器
物对应的磨痕，皆可达到乱真的程度。

清末出现了液体墨汁，还制作出储
存墨汁的铜质墨盒，携带更为便利，加之
良材几近殆尽、制作工艺渐显衰弱，墨床
鲜见创新，渐从文房用品中淡出，开始失
去实用价值，只作为艺术品收藏欣赏。

（据《中国文化报》）

清代仿明成化款茶叶末釉墨床。

中国古代壁画历经远
古时期的起源阶段，后随着
佛教的兴盛，在魏晋至隋唐
的艺术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并在宋代至明清时期呈现出
以世俗题材为主的多样性发
展。这些壁画广泛分布于石
窟、寺庙和道观中。其中，敦
煌的莫高窟壁画、新疆的克
孜尔石窟壁画和山西的寺观
壁画中均有精彩的乐舞与乐
器图像出现，不仅充分展现
出工匠画师们的精湛技艺，
也为中国音乐史研究提供了
参考依据。那些生动、丰富
的图像，折射出中华音乐文
化在多民族文化交融中所展
现出的丰姿音韵。

山西不仅保存有众多
宋元明清时期的古代寺院、
庙观建筑，同时也有大量珍
贵的寺观壁画遗存，如永乐
宫壁画、觉山寺壁画、崇福
寺壁画、后土圣母庙壁画、
青龙寺壁画、开化寺壁画
等，其中大部分反映了当地
民间信仰和传说故事，也出
现了表现时代生活和审美
喜好的乐器演奏场景。

如位于山西长治寺庄
村的一处老爷庙，因寺碑损
毁，其具体历史已不得而知，
大致可推断为清代建筑。在
其内壁上留有精美的彩色乐
器演奏壁画，呈现出鲜明的
文人画特征。画面仿照明清
时期仕女画风格，背景中多
饰有杂石、竹枝、花卉等，演
奏者均为女性乐伎。她们演
奏的乐器有环、秦琴、横笛、
管、板、琴、笙、琵琶、箫以及
八角手鼓。其中，环为打击
乐器，由两中环、一大环组
成，又称作“三环”，各环又套
有三个小环，握把的端部一
般装饰有彩穗，演奏者通过
双手持握把摇动发出声响。
秦琴，又称“梅花琴”，是中国
传统的拨弦乐器，结构和阮

相似。其音箱由 6或 8块硬
木板胶接成边框，呈梅花形、
圆形、六方或八方形，两面蒙
桐木薄板。琴杆窄长，上嵌
十九品，按十二平均律排
列。琴头则雕有梅花、如意、
蝙蝠或铲头装饰。这组寺观
壁画不仅展现了典型的中国
传统乐器，同时反映出画师
的审美喜好与彼时的民间礼
俗。寺观壁画对于传统文人
画的借鉴，也从侧面说明了
当时文人画影响之大。

这组壁画的绘画形制，
不由令人联想到比利时学
者阿理嗣于 1884 年出版的
《中国音乐》。书中的一组
中国乐器水彩插图，成为 18
世纪传播中国乐器形象的外
销画代表作。这组插图作品
的绘制并非画家的随意想
象，而是参考了当时的仕女
奏乐图像，画中所绘乐器皆
是当时中国传统乐器的代
表，从另一个角度也折射出
明清时期的民间乐器已相对
定型。出版物中对于中国音
乐图像的记载，充分说明了
中华音乐文化已成为中西方
文化交流的纽带。

（据《光明日报》）

呈民间礼俗

唐代壁画广泛分布于我国山
西、河南、宁夏、甘肃、新疆以及湖
北、广东等地，尤以位于河西走廊
西部尽头的敦煌壁画自成一系。
在敦煌莫高窟的数百个洞窟中，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大量的经变
画、说法图和出行图，那些伎乐形
象和乐队演奏场景仿若唐代音乐
发展的缩影，为后人留下意想不
到的惊喜。

第 220窟是莫高窟极为重要
的初唐洞窟之一。在其南壁的
《阿弥陀经变》下部，是一派生动
的乐舞景象。画面构图严谨，色
彩瑰丽，乐伎 16人坐于方毯之上，
分为左右两组演奏，琵琶、笙、筝、
竖笛、箜篌、方响、排箫、羯鼓、横
笛、荅腊鼓、埙等弹拨、吹奏及打
击乐器俱全。一对舞伎手持彩
带，正在乐队中央的圆毯上翩翩
起舞。同为《阿弥陀经变》，初唐
第 386窟南壁也有一处较大的展
现乐队演奏场景的壁画，共分上
下两层，乐伎达 20人，姿态生动。
其中，上层的 12人分为两组相对
而坐，演奏的乐器包括腰鼓、琵
琶、筝、箜篌、笙、拍板、竖笛、横

笛、排箫、鼗鼓、鸡娄鼓等；下层有
8人，依然为两组相对而坐，演奏
的乐器有竖笛、琵琶、拍板、横笛、
腰鼓、笙等。此外，在推断营建于
盛唐时期的第 45窟北壁，《观无量
寿经变》中也可见 7名乐伎。

纵观不同时期的敦煌壁画，在
初期营建的石窟中，所见乐队乐器
数量较少，一般为3至5件，北周至隋
代壁画中的乐器有 10余件。至唐
代，壁画中的乐器数量和种类繁多，
且乐舞内容增加，大型乐队的建制逐
渐形成，乐器排布由分散变为集中。
在北周至隋朝时期，乐队主要呈现出
左右对称的排布结构，至唐代，出现
了上下对称排布和同类乐器对称排
布等多种乐队编排样式。

敦煌壁画中的乐队不仅折射
出当时的音声供养方式，也成为唐
代乐队排布形态和乐器构成最直观
的印证。此外，在壁画中呈现的铜
鼓、羯鼓、毛员鼓、都昙鼓、筚篥、横
笛、凤首箜篌、琵琶等乐器，均是天
竺乐中比较固定且典型的乐器。实
际上，壁画中不仅有龟兹乐队，还有
坐部伎乐队和西凉乐队，生动反映
出彼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我国新疆地区，分布着森
木塞姆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克孜
尔石窟等众多龟兹石窟群。作为
龟兹石窟壁画的代表，克孜尔石
窟壁画中不仅有飞天与乐舞同时
呈现的场景，到了晚期还可见乐
器图像。除却在龟兹乐中常用的
鼓、笛、箫等，图像中又加入了颇
具特色的曲项阮咸。

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乐器图
像多以乐队组合的形式出现。以
中原地区的传统吹奏乐器排箫为
例，在早期壁画中，其图像主要出
现在伎乐天人题材的壁画中。各
箫管数、长度相差不大，整体近长
方形，集中分布于公元 4世纪的第
38、76等洞窟中。后期壁画中，箫
管长度差距较大，与中原文献所

记载的古代排箫形制近似，“其形
参差，像凤翼”。这类排箫图像主
要集中分布在公元 7世纪的第 8、
175、189 等洞窟中。因排箫音量
较小，在小型乐队中多与弹拨乐
器搭配，声音柔和而空灵。

开凿于公元4世纪的克孜尔石
窟第38窟，尤以左右侧壁上方的“天
宫伎乐”闻名天下。在28名身姿态
各异的伎乐天人中，可见有乐伎持
笛，其中指与无名指按音孔，食指翘
起，左肩高耸，身向右摆，呈边奏边
舞姿态，与另一乐伎一吹一弹，情意
融融。横笛在此乐队中居于主要地
位，共有 4支，其中 3支与弹拨乐器
五弦、阮咸对奏，剩余1支与荅腊鼓
对奏。从克孜尔石窟壁画可以看
出，吹奏乐器与琵琶、阮咸类乐器构
成的吹弹合奏最为常见。而产生于
中原地区的排箫和阮咸，与由西亚、
中亚及印度等地传入的箜篌等乐器
合奏，印证了丝路乐舞艺术在古龟
兹交汇融合的历史。

在有关新疆音乐的文献和考
古史料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克孜尔
石窟壁画中的伎乐图像对人们研究
古代龟兹乐，以及与其一脉相承、今
天仍在新疆地区广泛流行的木卡姆
艺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展唐乐仪制

现龟兹乐舞

莫高窟第172 窟中的乐舞场景（资料图片）。 莫高窟第45窟中的乐队形象（资料图片）。

莫高窟第220 窟中的乐伎（资料图片）。

克孜尔石窟第38窟中的天宫伎乐（资料图片）。

山西老爷庙壁画中的
持环乐伎（资料图片）。

克孜尔尕哈石窟第30窟中的伎乐飞天（资料图片）。


